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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吴贻弓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吴贻弓 （左一） 在 《阙里人家》 拍摄现场。

【人物档案】
吴贻弓， 祖籍浙江杭州，1938 年生于重庆，1960 年毕业

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回沪工作。 先后出任上海电影

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等，参与创办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 获“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电影导演”“国家

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等称号。还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中共第十四届、

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主要电影作品有：《我们的小花猫》《巴

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阙里人家》等。 其中《巴山夜雨》

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等奖，《城南旧事》获第二

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等国内外奖项。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里， “第四代” 是那样
独特。 他们生在新中国成立前， 长在红旗下， 是新中
国培养起来的一代艺术家。 岁月厚重， 怎样的能量才
能穿透时间， 支撑 “第四代” 的作品至今释放着长久
的生命力？

2012 年 ， 已与中国电影 、 上海电影相伴了 60

余载的吴贻弓获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 回

想那一幕， 他的感言里藏着答案： “有人说我是理想
主义者 ， 片子里到处流露出理想的色彩 。 我以前常
说， 金色的童年、 玫瑰色的少年， 青春年华总不会轻
易忘记， 常常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 。 我们是与共和
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 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 、 信
心 、 诚挚的追求 、 生活价值取向 、 浪漫主义色彩等
等， 总不肯在心里泯灭。”

自 1948 年随父母迁来上海 ， 吴贻弓的生命就与
这座孕育了中国电影的城市紧紧相连 。 他和亲人们一
同迎来上海解放的喜讯 ， 在上海的许多影院里确定了
一生的择业方向 ， 又在大学毕业后承继了海派电影的
文化气息 。

“我觉得， 一个人， 只要认真地去做一件他认为有
意义的事， 做成了， 就什么都有了。”

天真长存
说来有些意外 ， 无意间把少年

“领”进电影门的父亲，却在 1956 年吴

贻弓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 明白

地持反对态度。 是他自己的坚持外加

母亲暗中支持，他才走上了一生之路。

父亲为何反对，直到老人家过世，

他们父子间都未再提那次分歧。 只是

在后来追忆时， 母亲告诉吴贻弓：“当

年爸爸是怕你掉进一个大染缸里染黑

了自己。 ”解开了 30 多年的谜团，吴贻

弓并未松一口气。 相反，他“惴惴地反

思，父亲的担心是否有道理”。

时间是最公允的。

时间看见初出茅庐的他扎扎实实

地在剧组当“超级助理”；看见非常时

期仍希望不堕 “时刻准备着”； 看见

1980 年代他与时间抢时间的夜以继

日；更看见他接续前辈的路，磨砺十年

捧出了一部《上海电影志》……

有个细节可见一斑。关于《城南旧

事》，吴贻弓至少写过三个版本的导演

手记。 第一次成稿于 1982 年，即电影

刚刚诞生时。 此后，1990 年代、2007 年

他又两易其稿， 增补的内容无不是他

这些年对创作的反复思考、 对艺术的

更深沉体悟。可外人不了解的是，第一

稿已相当工整完备， 以致被许多电影

学者称为“论文”。

他犹记得沈浮导演当年与他说，

“岁月流逝，但愿天真长存”。因为天真

对于艺术乃是不朽的生命。耄耋之年，

吴贻弓仍是天真的电影守护人。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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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贻弓而言，电

影就是一个梦。

荨 吴 贻 弓 寄 语 ：

“天真对于艺术乃是不朽

的生命! ”

?均受访者供图）

1983 年，《城南旧事》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

吴贻弓：岁月厚重，理想总不肯泯灭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无论经历多少身份
最珍视的是“导演”

吴贻弓的电影开蒙来得比同辈人

更早。父亲就是他电影路的启蒙人。有

两点可佐证：父亲喜爱文艺，抗战胜利

后他常带家人去看电影； 父亲的授业

恩师包括李叔同，这让吴贻弓“有种莫

名的自豪感”，以至于后来他在《城南

旧事》中用了那首《送别》。

上海刚解放那会儿，平安、美琪、

金门、新华、大光明、国泰、大上海和卡

尔登影院都留下了少年吴贻弓的足

迹。时间久了，他萌生自己制作电影的

奇想。 他找来硬纸盒， 在盒底挖个小

洞，后面安上手电筒，上下各装一根细

铁丝，一台原始放映机便成了。再收集

些父亲烟盒外层的玻璃纸， 将它们首

尾连接，用毛笔画出故事，“胶片”也有

了。 每每晚饭后， 父亲问 “今晚演什

么”，小吴贻弓便搬出他的家什，关了

灯，把“胶片”卷在细铁丝的轴上逐格

拉去，手电的光把那“写意”影像投到

墙上。 至于声音，由吴贻弓现场配置。

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可那段天真

时光其实呼应了长久以来的坚持，“所

有称呼里，导演是我最看重的一个”。

1960 年，吴贻弓从北影毕业后进

了当时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 起初

五六年，他给大导演们当助理，沈浮、

孙瑜、郑君里、鲁韧、徐韬、吴永刚……

几乎跟遍了所有知名艺术家， 他努力

从大师们风格各异的艺术锦囊里汲取

养分，兼收并蓄，时刻准备着。

许多次午夜梦回， 他设想了未来

自己影片的模样：“应该是一条缓慢的

小溪，潺潺细流，怨而不怒。 有一片叶

子飘零到水面上， 顺着流水慢慢地往

下淌，碰到突出的树桩或堆积的水草，

叶子被挡住了， 但水流又把它带向前

去，又碰到一个小小的旋涡，叶子在水

面上打起转来，终于又淌了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他第一

次独立执导筒，短片《我们的小花猫》

于次年获颁文化部优秀青年创作奖。

1980 年， 在吴永刚总导演的提携下，

吴贻弓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片———《巴

山夜雨》。诗意的故事里有雾，有人性，

有迷惘，也有光芒。 它是两天两夜，却

也浓缩了一段特殊岁月。 吴永刚总导

演大胆放手， 用抒情去点染冷峻的吴

贻弓就这样站到了中国影史的前台。

1981 年末，吴贻弓拿到了一沓复

印件， 是宝岛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

《城南旧事》。他一页页地读，深深地被

感动。刚从《巴山夜雨》走出来的他，再

次走进历史———重现一个宝岛台湾作

家眼中 1920 年代的北京。小说十来万

字， 吴贻弓只选了小英子六岁到九岁

的经历， 完全让孩子的感受来触动观

众。电影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影片从

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载誉归来后， 在国

内卖出 115 个拷贝，相当于收进 80 多

万元票房，在 1980 年代蔚为可观。

细致入微的风物、绵长的意蕴、悠

悠弥漫开的情感，“家”“童年”“往事”，

《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里，这些意

象无形又有形。看《巴山夜雨》，银幕上

的航船从蒙蒙烟雨中穿越峡江驶往黎

明，观众总会一致沉入“何当共剪西窗

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意境。《城南旧

事》里，当镜头穿过月洞门游弋于老旧

的院墙和窗格上寻踪往事， 人们不禁

想起童年里夏天的风、田间的路、小伙

伴的光脚丫。 而当小英子在天真齐唱

的骊歌中兀自陷入沉思， 一个孩子心

灵成长的微妙变化穿过极简的镜头，

在观众心里荡出涟漪，言有尽意无穷。

这便是吴贻弓电影最别致的特征

了，他不那么注重传统的戏剧冲突，更

偏爱用视听语言层层晕染出人物的内

心世界。 在被评论家们称为“散文诗”

的吴贻弓电影里， 观众们总能获得这

样的直觉反应———道是寻常， 却有万

千心事涌上来。

但在导演心里，自己不应拘于“抒

情散文诗”。 他拍《姐姐》，用全新的影

像语言表达意念和情感；他拍《流亡大

学》，鼓荡抗日壮歌的激情；他给《少爷

的磨难》当总导演，与张建亚一起以喜

剧讽刺金钱；他在《阙里人家》《月随人

归》里注入对家庭伦理的深入思考；动

画电影 《宝莲灯 》、电视剧 《走出凯旋

门》、音乐剧《日出》等都有他的参与。

吴贻弓说：“成功是重要的。 但在

每一次成功后， 又往往会感到新的茫

然。 因为再一次向成功发起新的冲刺

时，需要的不仅是努力，更是勇气。 ”

尽力而为的过程中
帮别人做几件“嫁衣”

很多时候， 才华与责任既相随又

无法两全。

1984 年，吴贻弓获悉自己被任命

为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那会儿，人在

外景地的他不会想到， 未来等着他去

履新的还有一长串职务。再后来，有个

问题跟随他很久。“行政工作占据了大

部分时间，创作自然少了，后悔吗？ ”

他答：“要说一点不后悔， 那是假

的。 但转念想，后悔有什么用？ 事情总

要有人去做。 组织安排， 我就尽力而

为。 想想在这过程中多少帮人做成了

几件嫁衣，也能得到些许安慰。 ”

最大的那件“嫁衣”，非上海国际

电影节莫属 。 1993 年创办第一届 ，

1995 年第二届时即被国际制片人协

会认可为国际 A 类，到如今开幕在即

的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成为国

外了解中国电影文化、 中国观众观看

世界的重要窗口。 如同人之长成必然

经历蹒跚学步，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发

端何尝不是一条磕磕绊绊的小路。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电影进

入第三次创作高潮。谢晋的《芙蓉镇》、

吴贻弓的《城南旧事》等片获得国内外

各类电影节奖项。同时，电影产业快速

发展，每年全国生产影片逾百部，电影

制片厂超过十家。吴贻弓觉得，无论从

艺术还是市场的角度， 中国电影都需

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电影节。“当

时亚洲已有三四个国际电影节，东京、

马尼拉等，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有点不

太像样。 ”更关键的，他认为由上海来

创办国际电影节， 水到渠成、 责无旁

贷，“因为这里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

1992 年 ，办 “我们自己的国际电

影节”正式提上日程。 决心已下，但没

钱，没人，没经验。身为行政领导，吴贻

弓当仁不让地为申办奔波， 为经费苦

恼，为邀请嘉宾反复游说，为替“金爵

奖”起个响亮的名字而绞尽脑汁。为省

钱，他们出差住招待所；缺人手，他就

把秦怡等几位老电影人一起拉来当志

愿者，帮忙招待各方来宾；国内前无来

者，他就跑到德国，跟着同行上上下下

地考察柏林电影节，直到“摸透每个部

门如何运作”；临近正式办节，他和许

多工作人员干脆在新建成的上海影城

席地而卧。

许多事因陋就简地办， 但有一样，

吴贻弓和谢晋很一致，都不“将就”———

他们坚持评委一定要响当当、够分量。

“评委会决定着一个电影节的风格、品

位、影响力。 一开始没名气，人家不愿

意来，但我们请来首屈一指的大导演，

许多人立刻刮目相看。 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名气、地位，就一点点累积起来了。”

按现在的说法， 头几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评委会阵容， 亮出了谢晋和吴贻弓等中

国电影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圈。 赫克

托·巴本科、 卡伦·沙赫纳扎洛夫、 大岛

渚、奥利弗·斯通、降旗康男、保罗·考克

思， 这些国际上叫得响的名字， 装点了

“门面”， 也从起点便奠定了一个电影节

的胸怀和视角。

1993 年 10 月， 全无经验可借鉴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吴贻弓等人的努力和

引领下问世。开幕那天，当索菲亚·罗兰、

奥利弗·斯通、大岛渚、罗伯特·怀斯、中

野良子、张曼玉、张艺谋、巩俐等全球顶

级影人云集上海， 为这场盛会殚精竭虑

的人们欣慰： 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终

于开了花， 未来会有更多中国影人得益

于这个年轻的平台。而落幕之夜，吴贻弓

站在灯光渐暗的舞台上，热泪盈眶。

数据显示，1993 年首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加 。

2019 年， 报名影片已达 3964 部， 来自

112 个国家和地区。

第 1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

向吴贻弓颁发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 手

捧奖杯 ，激动和幸福当然有之 ，但更多

透着一以贯之的温和谦逊。 “我特别激

动，电影就是一个梦，它包罗万象、五花

八门、绚丽多彩、应有尽有。 电影最大的

好处就是不拒绝任何人， 不论你是谁，

都可以获得应有的快乐。 但我是不是真

的有终身成就，还需留待后人评说。 ”吴

贻弓说。

千方百计在作品中
投射“共和国情结”

《城南旧事》导演阐述里一段文字很

特别：“‘祖国’的含义是什么？我不一定能

讲得清楚。 她既抽象又具体。 抽象可以到

无垠博大，具体可以到极其细微。 有位诗

人说：祖国就是他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

而当我在意大利正苦于那里盛筵上的生

肉、生火腿、生香肠，突然在我们使馆的

食堂里喝到一碗极普通的大米粥的时

候，似乎祖国的含义全在这一碗稠稠的、

热腾腾的、又带着不尽甜意的粥里了。 ”

1938 年 12 月，吴贻弓生于重庆。 喜

报辗转传到已沦陷的老家杭州， 阖家欢

喜。大伯父给他起了名———“贻”为收藏，

“弓”指代兵器，“刀枪入库，天下太平”，

生而便与“国”血肉相连。 少年时代的一

则家规，又给了吴贻弓关于“祖国”的一

重感性认知：每年除夕吃过年夜饭，吴家

都会全体出动去看一场国产电影，“无论

那天排映国产片的影院离家多远， 也绝

不就近观看西片”。

1983 年 1 月 9 日，吴贻弓随中国电

影代表团带着《城南旧事》参加第二届马

尼拉国际电影节。经一周角逐，这部中国

电影脱颖而出， 夺得了最高奖———最佳

故事片金鹰奖。 那一回， 他深深体会到

“祖国”两字的分量。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摘得国际大

奖的中国影片，《城南旧事》 的征途并不

平坦。彼时，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号称亚洲

第一，参赛国家众多。以当时中国电影的

标准来研判，《城南旧事》的 53 万元成本

称得上大制作了， 它几乎是同时段上影

平均拍片成本的 2.5 倍。 但在马尼拉，这

部作品竟是所有参赛片里耗资最低的一

部，与投资额倒数第二的影片相比，也仅

是其三分之一。 “单就这点来说，我并不

介意。因为在我们国家，可以用极低的成

本拍出相当于人家好几倍成本的影片

来。”吴贻弓回忆，他真正担心的，是美国

等参赛方的“经济压力”，用钱砸出营销

阵仗，这是《城南旧事》不可比的。

但事实证明，经济大棒并不奏效。和

所有参赛片一样，《城南旧事》 在电影节

原定只放映两场： 一场供评委和观众同

时观看，另一场全部面向普通观众。意料

之外情理之中， 马尼拉当地华侨蜂拥而

至 ，争相观看这部 “来自祖国 ”的电影 。

人，络绎不绝地来，组委会不得不加映一

场。 影院门前，等候的观众排成了长龙。

中国代表团带去的 2000 份资料，早在第

一场放映前就被一抢而空。最后一场，连

场内过道都挤满了人。吴贻弓留心一看，

发现挤在过道上的几乎都是记者和电影

节工作人员，“他们被前两场观众的高涨

热情所感染，挤出时间，撂下工作，争着

来看个究竟”。一个来自中国的故事打动

了所有人，不仅在华侨心里深深留痕，也

触到了各国评委、记者的心底柔软处。一

时间，“来自中国的影片出乎意料地使马

尼拉升温”的报道压倒了一切，使得先前

一些国家的宣传攻势全都黯然失色。

1983 年 1 月 16 日， 隐隐的期盼成

为现实。颁奖典礼当晚，中国电影代表团

全体成员步入会场。走在队伍最前列的，

是一名高擎五星红旗的菲律宾总统卫队

士兵。 行进在国旗之下，除了“自豪”，吴

贻弓再也想不出第二个更适合的词来描

述心情。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作为一名

电影导演，能得到这么大的荣誉。最重要

的是， 这荣誉是和我的祖国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 ”回到上海，他写下：“‘祖国’是

什么？祖国不就是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么？ ”

1992 年伊始，吴贻弓前往曲阜拍摄

《阙里人家》。 那几年出国热让吴贻弓不

停思考：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当代都

市生活的潮流下将如何传承。 他理解一

些人的选择， 但绝不能接受另一些人对

自己民族的否定。“我认为生活中有人抱

怨自己的遭遇、抱怨贫穷都可以理解，但

抱怨自己是黑眼睛黄皮肤， 这一点我不

能赞同。一个人如果连这点都否掉，那就

完了。 ”正因为此，人们从《阙里人家》品

出如是意味：阙外千重浪，阙里一家人。

去年秋冬， 吴贻弓 80 周岁之际，上

海市文联汇编、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

撰写的“海上谈艺录”吴贻弓专册《流年

未肯付东流》出版。书中辑录了一位电影

人与一位电影学者的对谈， 让人动容的

不止于其间流淌的电影理想， 更是一股

深植于家国情怀的绵绵之力。 回顾自己

的创作心境，吴贻弓用了“共和国情结”

五个字。 他们这一代人在时间的长河里

曾历起伏、分流，但他说———“归根结底

我们的内心情结还是很单纯的 ‘共和国

情结’， 我们总把新中国看得很理想、很

美好、很亲切，并千方百计想把这种情结

投射在银幕作品中”。


